
为更好地彰显并弘扬五邑华侨历史及其贡献，刷亮“中国
侨都”品牌，深入挖掘华侨华人历史文化资源，广东省江门市
自2019年起开始筹建侨博馆新馆，新馆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
米，自2023年1月开放至今已接待游客量逾80万人次，获得社
会各界一致好评。为更好地讲好中国华侨故事，江门市博物馆
立足本馆特色，运用“年轻化”的发展思路、“破圈”的文化创
意，通过新颖亲民的博物馆教育形式，对展览和展品进行拓展
与展示，探求多维度的博物馆教育新路径，打造全国华侨类展
览教育新标杆。

构建交互式展示新体验——让华侨史“动”起来 新馆
“根在侨乡”基本陈列面积约 5200平方米，主题围绕“根在侨
乡”，强调“根”的基础性地位，重视海外侨胞“国家”“家乡”“家
人”传统情怀的传承。突破“江门五邑”的区域性，展览以全局
性视角，突出“华侨世界 世界华侨”的概念，以华侨历史发展
进程为时间轴，融合艺术化与动态化的展示形式，减少图文的
平铺直叙，通过艺术创作、场景复原、多媒体传播等方式呈现
展陈重点内容，给观众沉浸式的参观体验。展厅打造多个开放
性的复原场景，设置深度融合的互动展项，在丰富视觉的基础
上，采用文物+微场景复原、文物+多媒体装置等多种形式动
态还原文物的来历及背景故事，在听觉、视觉、触觉上给观众
带来多重观展体验，让文物“说话”，让华侨史“动”起来。

探索面向青少年的博物馆探究式学习路径——“邑起致
富”博物馆实景模拟桌游 “邑起致富”博物馆实景大富翁社
教活动（以下简称“邑起致富”）是以展览、文物、场馆为基础，
博物馆工作人员原创研发的博物馆实景大富翁模拟桌游。该
活动以传播爱国爱家华侨精神为主线，弘扬老一辈华侨艰苦

创业精神和在海外建家园、在海外建世
界的伟大贡献，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传
递华侨精神与核心价值。“邑起致富”通
过打造探究式的博物馆参观学习模式，
来吸引更多的青少年走进博物馆。

“邑起致富”以侨博馆内第三部分
《融通中外》的实景为舞台，通过让观众
选择扮演女影星、飞行员、建筑师、裁缝
师、大厨师、巡城马以及铁路工程师等
多个侨乡历史人物角色，完成分布在各
大展览场景里的任务来积累赢点。公众
融入设定的剧本角色后，跟随以展览及
展品为基础设计的剧本自主探索参观
博物馆，以兴建碉楼、实业救国、兴办文
教等侨乡崛起的使命，了解相关文物的
背景知识去解码游戏，领略当年侨乡民
众进行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伟大历史
实践，这种方式打破了以往“你讲我听”
被动灌输式的博物馆社教开展模式，以
一种轻松有趣的教育游戏方式去传播
历史文物背后的故事。

“邑起致富”社教活动获得社会各
界一致好评：“这款游戏设计得太好了，
是结合博物馆展厅与华侨文物与侨乡
特色三者于一体去用心研发的一款教

育游戏，与大富翁游戏本身的规则非常吻合，它适合不同年龄
段去体验，通过游戏可深切体会华侨爱国爱家的精神，非常好
玩！”，“这种体验博物馆的方式很新颖，侨乡的博物馆别出心
裁的设计让我眼前一亮！”。除了来自观众的喜爱，“邑起致富”
更获得了文博同行的高度评价与关注，在广州文创节、香港 IP
授权展以及深圳文博会等活动中文博同行对该活动纷纷点
赞，多家媒体宣传报道，并荣获广州文创节“最佳博物馆文创
产品奖”。

开启动态观展新模式——“侨批中的华侨史”展演导赏
“侨批中的华侨史”展演导赏用“文物+讲解+剧情”相结合的模
式，在解说的引领下，用一个个鲜活的剧情，生动立体向观众介
绍江门的侨历史、侨文化，让展览与文物等相关历史文化元素
焕发新生。这种模式把文物背后蕴含的故事、华侨华人的海外
奋斗的故事向观展的群众娓娓道来，不仅使公众对展览内容理
解更深更实，更打破了时空界限，使参展观众体验升级。

“情景剧中百年前的华侨先辈和我不过2米之隔，他们亲
人别离、做劳工修铁路、捐资救国这些事仿佛我也在经历，我
就像他们的朋友，当了回华侨史的见证者。若只参观听讲解，
是难有这种感受的。”观众小冰觉得这次活动新鲜有趣。市民
黄小姐带着孩子们参加活动，她说：“我的孩子才上小学，让他
们理解展板上文字、橱窗里的文物还有些困难，但通过剧情演
绎，他们能直观、通俗地了解到自己家乡的故事，接受艺术文
化熏陶，在他们心中种下爱国爱家的种子。”

升级侨博馆自助游新模式——“邑起游侨博”线上小程
序 “邑起游侨博”是一款观众自主参观探索博物馆的微信小
程序。结合博物馆的社会文化服务属性，这款小程序在立足展
览特色的基础上，用数字技术助力博物馆社会教育，更好地为
大众提供便捷、沉浸游览体验。通过小程序的提示，引导公众
主动了解展板的内容及文物背后的故事，在此过程中公众了
解吸收相关历史文化，学习积极性、自主探索欲也进一步提
高。这种打破传统的自助游览模式，增强了博物馆的吸引力，
使侨文化得到更广泛传播。

“邑起游侨博”以现代青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博物馆
蕴藏的文物资源转化为人们感兴趣的知识、喜欢听的故事，吸
引更多的青少年关注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小程序的推出广受
游客欢迎与好评，目前博物馆正在研发小程序第二期，预计
2024年年初推出。 （执笔：张一知）

1930年前，中国尚未建立明确的发掘制度，对盗掘、非法出
口等行为有一定法规限制。1930年《古物保存法》首次规定了考
古发掘的报批手续与发掘执照制度，为考古发掘工作奠定了基
础。考古发掘执照制度的发展完善，代表着我国考古工作的不
断规范，保障了文化遗产的合法性和安全性，提高了发掘工作
的科学性和研究价值。

缘起 为保护和管理好文化遗产，国家制定了相关法规和制
度，其中考古发掘执照制度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考古发掘执照
是指进行考古发掘活动时必须获得的一种许可证。根据现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一切考古发掘工作，必须履
行报批手续”，必须要取得由国家文物局颁发的，具有法律效力的
考古发掘执照后，各单位才能正式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现行的考古发掘执照制度始于民国，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
了第一号“採取古物执照”，授予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队。这是
我国最早的考古发掘执照，标志着考古发掘管理制度的开始。
经过多年发展，现在的考古发掘执照制度已经成为我国考古学
研究和保护的重要基础。

1930年颁布的《古物保存法》促使了考古发掘管理制度的
形成。其颁布原因，可分为国内外两方面。20世纪初，国内局势
动荡，多国趁机大肆掠夺和破坏中国文化遗产。也有多起由国
内力量主导的盗掘事件。这些引起了政府和学者的警醒。此外，
地方政权与中央也就古物的发掘和保管等事项爆发矛盾，导致
了一些不科学的发掘手段破坏遗址。

1929年商震提出法案“无论中外人民，非得省政府许可不
得任意发掘古物”，主要为了防止中外人员任意发掘、盗卖、携
走河北省内的古物。这份法案很快引起了学界讨论，也引发了
国内其他省份对本省遗迹遗物保护、归属问题的思考。

1920-1930年期间，时任河南省图书馆馆长的何日章认为
河南殷墟的重要遗迹遗物应由本省自主发掘，不该由他人（“中
研院”）襄助。对“中研院”殷墟考古队将遗物运出河南抱有敌
意，认为此属偷窃行为，挖出的甲骨等重要遗物应留在河南陈
列，他还私自派人前往安阳发掘，但只为获取重要古物，忽视地
层关系，对考古研究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后经多方协调，两方
终达成了《解决安阳殷墟发掘五条》。

这些事件促使政府和学界意识到需制定更严格的法律来
保护本国文化遗产，不仅需要解决中外矛盾，也需注意国内中
央与地方之间矛盾。同时在科学发掘理念的影响下，国内学者
愈发注重考古遗址的科学发掘及对古物的科学研究。因此保护
古物、维护古物发掘科学性的呼声日益高涨，学界开始积极推
动古物保护等方面的立法，以维护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研究。最
终1930年《古物保存法》正式颁布，标志着古物保护开始了法制
化和制度化的步伐。

初步形成 1930年前，北洋政府曾出台多项法令和条文，
以应对古物的出口和保存等问题。如 1914年《大总统发布限制
古物出口令》、1916年《保存古物暂行办法》和1927年《禁止古物
出口办法》等，为当时古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基本框架。

这些法令主要针对古物盗卖问题，然而，对古物的发掘、采
集等行为并未做出明确规定。这也导致了一些非法的古物发掘
和盗窃行为仍时有发生。

直至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这是中国
史上第一部由中央政府公布的具现代意义的全国性文物保护
专门法，规定了“古物”的范围、保存机构和上报等条文，并对考
古发掘的申请程序、发掘机构的身份认定、执照的发放做出规
定。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被赋予最高权力，对全国的发掘、调查
采集、古物保管等活动统筹决定。该法共13条，其中有4条关于

采掘（发掘）活动。这些条文规定了采掘古物的
机构、所需的监察、外国团体或个人的采掘行为
等。“采取（发掘）执照”一词自此正式出现在正
规文件中：“学术机关采掘古物应呈请中央古物
保管委员会审核转请教育内政两都会同发给采
取执照，无前项执照而采掘古物者以窃盗论”。

按法规，所有考古发掘都必须经申请程
序，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审批批准。采取执
照由国民政府颁发，需向中央古物保管委员
会请领并填具采取古物声请事项表三份，随
函附送执照及印花费各二元。由中央古物保
管委员会核准备案，转请内政、教育两部会同
发给采取执照。

第一号“採取古物执照”于 1935年 4月 9日
由国民政府内政部和教育部共同颁布给“中研
院史语所”。执照上写明了采掘单位、时间、地
点、领队和监察人员等信息。

《古物保存法》颁布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
会成为文物保护和发掘的主要机构。考古发掘
权开始归属中央，考古发掘须经申请和审批。这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和外国势力的非法采
掘行为，为文物保管提供了具体指导。在古物发
掘和所有权归属问题上，地方观念逐渐减少，对
中央统一管理的认可度逐步提高。该法是中国
文物保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中国考古
学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遗址发掘权的中央化，
为文物保管提供了指导，避免过度采掘和损毁。
随着法律的完善，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也逐步
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文物保护理论和方法。此
后的相关法规也延续了发掘需要得到中央许可
的制度传统。

然而，由于民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和各省文
物管理意识的差异，文物保护工作并未得到充
分执行。一些地方仍存在文物过度采掘和破坏
的现象，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极大挑战。1937年
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行政地位不断下降，
直至撤裁，极大影响了《古物保存法》的施行，使
得此法形同虚设。这也启示我们，保护文物和遗
址需要更全面和系统的管理和保护措施，而不
仅仅是法律条文的规定。

制度的延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中国考古工作仍依据原有法规进行，但随着国
家对文物保护和管理意识的增强，开始采取一
系列措施，以加强对文物和遗址的保护和管理。
为推动考古工作的发展，政府成立了专门的考
古机构和部门，并开始招募和培养专业人才。

1950年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负责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各省市

也纷纷成立地方性文物管理部门。这些措施促进了我国考古工
作的发展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加强。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
调查、发掘暂行办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关
于考古工作的法令，确立了新中国考古发掘的一系列原则和重
要法律制度。该办法共21条，其中有14条与发掘活动有关，规定

了发掘团体的资格、条件、申请、批准、报告等程序，以及发掘所
得古物的归属、保护、管理等事项。这些条令更为详细和严格，
对发掘团体的资格、程序和要求做出了更明确的规定，确保发
掘工作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发掘团体必须经过中央人民政府文
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审查批准，并由文化部发放执照，同时还
需报请当地的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备案，尊重了地方
权力。条令还要求发掘团队必须由考古专家担任实际领导，还
要制定发掘工作的详细计划，这些都有助于保障发掘工作的科
学性和规范性，以便有序开展工作、更好保护遗址和遗物。

继续发展 1982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法》对考古发掘执照
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严格化，以确保遗迹遗物的科学发
掘和保护。该法在考古发掘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规定和改革，同
时还规定了考古发掘的技术要求和保护措施，强调考古工作必
须坚持科学性、规范性和系统性，以提高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
的质量。还规定考古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和专业背景，以
确保考古工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该法共 8章，其中第 3章的 6
条规定涉及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管理等方面。主要规定考古
发掘工作必经报批，不得私自发掘，出土文物应由当地文化行
政管理部门指定单位保管，不得侵占。发掘前须提出发掘计划，
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审查，经国家文
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发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考古发掘需经过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批
准。紧急情况下，如建设工期紧迫或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面临自
然破坏的危险，急需抢救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管理
部门可进行抢救性发掘，并同时补办批准手续。此外，外国人或
团体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除经国
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国务院特别许可。

相比于之前的法规，1982年《文物保护法》在考古发掘方面
做出了改进和完善。同时也延续了之前发掘需提出发掘计划并
得到中央审批，外国人或团体不得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等规
定。整体而言，1982年《文物保护法》对于考古发掘的规范更加
严格，对于文物保护机构的设置更加完善，相比之前的法规更
加完善和具有可操作性，对文物保护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近年来，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得到重视和加强，《文物保护
法》自2002年修改后，便将考古发掘章节增至9条规定，调整了
考古发掘的申报工作等。依据现行文物保护法，从事考古发掘
的单位主动发掘时，需提出详细的发掘计划，并经国务院文物
行政部门批准，不再需要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审查。但国务
院文物行政部门需征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其他科研机构和
有关专家的意见，以保证发掘计划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新法还
新增了对文物现场保护的规定，强调对文物现场的保护和应
对措施。

发现文物时，应立即采取措施保护文物现场，同时报告当
地文物行政部门。文物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尽快派员赶赴
现场，进行现场勘探和处理。如无特殊情况，文物行政部门应在
24小时内赶赴现场，并在7日内提出文物处理意见，以确保文物
得到妥善保护和处理。这些规定有助于保护文化遗产，促进文
化遗产的科学研究和合理利用。

据《文物保护法》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
条例》对考古发掘工作的资质、申报、批准、报告等方面做出了
更为详细的规定，旨在确保考古发掘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
安全性，有利于规范考古发掘工作的程序和标准，保障考古发
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促进考古发掘成果的公开和传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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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展示的文物比例复制的一对东汉陶猪

“邑起致富”博物馆实景大富翁游戏

融通中外——家乡与世界的跨时空对话展陈

“侨批中的华侨史”展演导赏活动

“邑起游侨博”微信小程序

新馆航拍

黑板与课桌上设置华侨知识问答

结合白膜雕塑，展示“救火水柜”的使用方式

2020 至 2022 年的圆明园澹泊宁静
遗址植物考古研究取得了重要发现。科
技考古人员在澹泊宁静遗址主建筑“田
字房”以东和以北两个地点发现了皇家
稻田遗迹。澹泊宁静的主建筑是座“田”
字形外形的大殿建筑，俗称“田字房”。建
筑共33间房屋，用石块垒砌。“田”字象征
农耕，古代中国奉行以农为本，清朝皇帝
不但以“田”为房，还在圆明园的稻田里
举行“藉田之礼”，并察看农事农时，以示
对农业的重视。在“田字房”的外围，不仅
有河水环绕，还有大面积皇家稻田。

2020年，在“田字房”以东和以北两
个区域进行勘探，发现了疑似稻田遗迹。
随后在这两个区域布开挖两条探沟，即
G1、G2。对探沟进行解剖的过程中，采用
植物考古的手段，通过科学采样、浮选等
方法，对稻田展开研究，来判断稻田内是
否有与水稻和稻田相关植物遗存。

2022年，在澹泊宁静“田字房”西北方
向的河道南侧，在G1的基础上，设置探
方，总面积140平方米。发掘发现了南侧田
埂、中部稻田、北侧田埂的平面布局。在澹
泊宁静“田字房”西北方向发掘了稻田遗
迹，发现南侧田埂、北侧田埂和中间的稻
田。南侧田埂土色呈黄褐色，曾经两次修
整。上层宽约0.6~0.9米，厚约0.2~0.3米。
下层宽约0.8~1米，厚约0.26~0.3米。北侧
田埂借用原来山坡。发掘区域稻田西窄东
宽，宽约9~11米。耕土层土色为黑褐色，厚
约27厘米。南侧田埂之外为道路，路土厚
约6厘米。还发现了现代耕土层、清代耕土
层、犁底层、生土层四个地层的纵向地层
的结构。耕土层距生土层最深处约27厘

米。稻田发掘的同时，还采集了科技考古样品。
目前对在稻田采集的土样进行浮选，未发现

有炭化水稻颗粒。对沉积物土壤样品进行植硅体
分析检测，发现了含量丰富的植硅体，包括双峰
型、并排哑铃型、水稻扇型。其中并排哑铃型和水
稻扇型来自水稻茎叶，这指示了该样品代表的遗
址堆积中混入了大量的水稻茎叶。在澹泊宁静发
现了大量的水稻茎叶植硅体，表明澹泊宁静遗址
区域曾经有大量的水稻种植，印证了文献的记载
和考古发掘结果。

澹泊宁静稻田遗址的发掘工作厘清了清代稻
田的南北宽度和平面形制，对澹泊宁静遗址稻田
的分布范围、地层深度和结构有了全面的认识，也
为研究古代稻田提供了地层学依据。稻田土的植
硅体研究结果证明了该地区曾经种植过水稻，与
考古发掘结果、文献记载相印证。本次圆明园澹泊
宁静遗址清代稻田研究对研究清代皇家御稻的种
植和田间农业管理等具有重要作用，为古代水稻
田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还为研究圆明园清代皇
家园林格局提供了新视角。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金和天 张中华 曹孟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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